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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空间结构对新兴产业区位影响研究动态
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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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兴产业作为当前城市/区域发展最具活力的业态分布于不同能级的城市及其内部不同

区位，与城市空间结构呈现互促互进彼此影响的关系，且具有带动发展和就业、提升土地利用效

率和城市竞争力的作用，备受地理学、城市规划和管理学等关注。梳理城市空间结构研究流派、

国内新兴产业区位指向及影响因素、典型行业区位规律和城市土地利用类型对新兴产业影响进

展，发现：（1）新兴产业内部分支行业的区位选择规律不尽相同，且地方社会关系网络、文化层累、

制度环境和知识属性及其密集度等成为新的区位因子；（2）城市内部的新/旧空间要素和实体/虚

拟空间要素均对新兴产业的集聚性起到重要作用；（3）现有研究方法呈现产业—空间割裂状态，

应构建面向制度、关系网络和地方文化层累的空间要素—新兴产业匹配关系的代理人模型，有助

于明晰产业-空间互动机制和实现产业集聚与城市/区域规划的协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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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产业在中国逐渐兴起，加之中国产业结构和城市化都处在重

要转型期，探索各城市之间以及城市内部的产业—空间匹配对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与优化城

市空间布局无疑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1］。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与城市化

进程加速，在“十三五”时期，通过更大空间尺度的功能疏解与产业转移来优化城市空间格局

与产业要素配置，成为推进“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措施。另一方面，

伴随全球化而推动的“新自由主义”与中国旧有的历史、制度在地方城市环境的相互碰撞，催

生了中国复杂的城市演化过程并形成多元的城市空间结构。中国城市政府同样具有企业家

主义思维，通过旧城更新、新城建设等手段重新塑造城市空间结构大力发展新兴产业以提升

城市竞争力。可见，城市空间结构与产业发展具有内在逻辑关系。Luca等认为大都市区是

由非均衡力量产生的复杂系统，隐含着城市空间结构与经济功能之间的多重关系，并借助城

市景观斑块的面积和形状等指标研究雅典从一个紧凑的单中心城市向不连续的城市空间结

构转变的过程，以及如何影响城市经济发展的长期机制［2］；Susanne认为集中和更大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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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促进国家尺度经济增长，同时质疑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的普遍有效性。基于城市经济

区政策对经济活动区位倾向早期的刺激与催化成效显著但是难以持续，尤其是高新技术/科

技园区［3］。显然，国外学者以景观斑块、集中度和政策等指标表征城市空间结构，进而研究

城市结构对经济活动影响；但是鲜有关注城市空间要素对产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尤其是新兴

产业。无疑，该议题恰是城市经济实现长期增长的关键。个别国内学者基于城市空间结构

理论［4］及人口、社会和郊区化等方面［5］回顾了西方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研究脉络，同样缺乏对

城市空间结构与新兴产业关联机制的探究。

产业与空间的关系是双向的，仅研究产业-空间相互关系的单向机制无法全面认识其本

质以及相互关系的动态演化性。因此，着重梳理新兴产业区位特征研究文献，讨论城市空间

结构之于新兴产业区位的影响，以期廓清产业与空间关系中匹配机制的动态逻辑，进一步揭

示什么产业布局在什么地方，效率最高？什么地方适于何种产业布局，规模最优？

1 城市空间结构和新兴产业的核心概念及互动逻辑

1.1 核心概念辨析

城市空间结构历来就是城市规划、地理学、区域经济的重要研究对象与内容之一，并形

成不同流派［4，5］。由表1可知，城市空间结构概念在不断发展，涵盖城市的社会、经济、文化、

政治及物质空间等。城市空间结构既是支撑城市各种功能的承载空间，又是城市人群关系、

经济文化层累以及政治权力的外在表征，并形成一种相互影响的机制。

新兴产业指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结构特征，依托于现代科学技术应用和管理制度创

新，从传统制造业部分环节分化形成的为现代生产活动提供生产性服务产品的服务业，以及

运用新技术改造和经营模式更新传统服务行业而创新发展的新型业态，主要包括商务支持

产业、信息服务业、现代物流业、专业服务、教育培训业、工商房地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现代

零售业、现代旅游以及医疗保健、体育健身、社区生活服务等部门，产业范围边界比较模糊且

生产性服务业和文化创意产业是其主要分支行业［16］。需要指出，生产性服务业和文化创意

产业的区位趋向具有较多相似性，同时有利于新兴产业区位规律总结。如，全球尺度生产性

服务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均优先群集于大都市，一国之内也具有同样区位秩序。当然，城市内

表1 城市空间结构研究流派及其内容

Tab.1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research schools and its content

时间

1920年代至

1950年代末

1950年代末

至1960年代

末

1970 年 代 初

以来

哲学流派

古典学派

新古典主义学

派

人文主义、行

为主义、结构

主义和后现代

主义

学者代表

Burgess[6]、

Hoyt[7]、Harris

& Ullman[8]

Alonso[9]、

Smith[10]

Tuan[11]、Cox[12]、

Lefebvre[13]、

Harvey[14]、

Massey[15]

主要内容

根据城市空间的社会属性抽象城市内部空间分异的部分

特征，没有考虑到空间联系，典型模式有同心圆模式、扇

形模式和多中心模式。

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探讨自由市场经济的

理想竞争状态下的区位均衡，以及城市土地使用的空间

模式，形成竞租曲线理论等。

空间是通过意念与象征性的文化符号体系而被生产出来

的，它是一种社会关系。因此，空间结构本质上代表特定

的社会关系、权力、文化情感及记忆表征，逐渐走向空间

综合人文与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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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尺度，两种产业区位指向和空间要素偏好稍有差异，但却成为新兴产业区位有别于传统产

业区位的特色所在。此外，全行业视角两类产业区位特征总体上呈现一定共性，但分行业视

角行业属性又影响新兴产业区位的绝对一致性。因此，生产性服务业和文化创意产业是研

究城市空间结构之于新兴产业区位影响的典型产业。

生产性服务业指具有为生产者服务业的中间投入功能的产业［17，18］。如果将产业母体、

产业链、生产效率、产业类型四个方面也考虑进去，生产性服务业具体指从传统制造业内部

服务部门分化出来，通过作为专业服务部门并贯穿企业生产的整个链条，发挥其作为生产环

节的中间功能，来提高生产运行效率的一种现代服务业类型，具体主要包括：交通运输业、仓

储与邮政业、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信息传输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地质

勘查业和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另外，文化创意产业也是新兴产业的一种产业形态。国内

学者主要从产业源头或依托资源、产业特征与效应等方面对其进行阐述，认为文化创意产业

是指创意主体以文化产业为支撑，通过创意/创新力的发挥，借助高新科学技术手段，将第

一、二、三产业作为创意客体，对其相对低等级产品和服务进行开发和升级，转化为高附加值

产品和服务的一种新产业链和价值链［19，20］。需要指出的是，两者行业范围有交叉重叠部分。

1.2 城市空间结构与新兴产业的互动逻辑

认识产业-空间的逻辑关系不仅仅有益于把握对象间的内部联系，更有助于通过匹配形

成产业-空间的共演进。一方面，城市空间结构是城市社会、经济在土地利用上的投影和三

维空间反映，另一方面，产业作为推动城市发展的一项重要经济职能，使得两者的历史演变

过程恰好反映了城市空间结构与产业发展之间内在耦合关系（表2）。

城市空间特征和主导产业的演变都能充分体现出城市空间结构与产业发展之间的互动

关系，即产业发展促进城市空间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反过来得到优化的城市空间结构为新兴

产业提供必要的空间载体，再次推进产业的下一步升级。如此循环往复，两者的结构呈现螺

旋式上升。具体而言，新兴产业的发展促进城市空间结构重构与升级［21，22］，优化的城市空间

结构作为城市内部新的社会经济活动联系的空间表征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空间载

体［23，24］。新兴产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受阻或升级会再次破除城市不合时宜的“旧”空间（即

无法满足城市高效率或高质量生产方式的空间）和实体性空间形式，寻找适应其生产逻辑关

系的“新”空间形式（即承载产业集群发展的园区、开发区以及虚拟社区等），进而城市空间结

表2 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主导产业及其匹配性空间

Tab.2 Leading industry and its matching space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social development

社会背景

农业社会

工业社会

后工业社

会

主导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二产业

和第三产

业

产业依托资源

自然资源与环

境、市场

物质性资源、市

场、交通设施

知识、创意、信

息、技术、文化、

制度等隐性资源

匹配性空间要素

城市中心主要是政府机构、住宅区、

商业点、广场、图书馆等基本空间要

素

城市特定地域成片出现工业区和工

业住宅区、铁路、仓库、货运站等与工

业生产匹配的空间要素

出现新型产业园区、城市综合体、

SOHO、创意街区、“街头空间”、赛博空

间等与新兴产业相匹配的空间要素

城市空间特征

较弱单中心，城市规模较

小且处于一种封闭状态，

布局混乱

较强单一中心，且出现较

弱的多中心，布局清晰而

纯粹

扁平式多中心网状成为主

流，全球-地方化特征愈发

明显，布局复杂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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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在新产业空间作用下得到重构与升级［25，26］。如此往复循环，城市空间结构与新兴产业之

间就形成了一种特有的互动逻辑。然而，两者之间的互动逻辑并非简单、直接的双向互动关

系。其中，产业动力主要依靠产业的集聚经济、根植性、交易成本和全球生产网络等而发挥

作用［27］，并通过“空间的生产”更新城市的空间景观，重塑城市空间结构；空间动力主要依托

空间的“资本性”（如政府为招商引资为开发区配置入园优惠政策等）、“地方性”（如城市某地

段具有厚重的文化层累为人才集聚和创

造力的发挥营造氛围）和“网络性”（如城

市某地段具有长期形成的非贸易性依赖

关系或知识技术流动通道）等优势［28］，发

挥其对产业、人才和资源的粘性作用，促

进其流动和集聚，或通过创意要素修复

面临被视为颓败的“旧空间”，赋予其“创

意性”，并通过空间的生产机制更新生产

关系，形成新的产业区。简言之，两者之

间形成了一种以产业与空间的供需平衡

为前提，以产业区位理论、空间特性和

“空间的生产”为动力，以循环互动方式

实现两者共演化的匹配逻辑（图1）。

2 多重尺度下新兴产业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不同空间尺度下集聚经济的规模和效率均有所不同，导致新兴产业空间分布及其区位

因子具有空间尺度效应（Modifiable Areal Unit Problem，简称MAUP）。因此，有必要从多

重空间尺度梳理新兴产业空间格局及其区位因子。

2.1 多重尺度下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2.1.1 城市群层面

城市群尺度层面，我国的新兴产业主要分布在特大城市或区域中心城市（图2），区域层

面分布不均衡［29，30］，生产性服务业高度集聚在全国性中心城市或省域中心城市［31］。其中，京

津冀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在空间上呈

现出典型的非均衡的单中心、大梯度

等级化集聚发展态势［32］；整个珠三角

区域内生产性服务业在特定地域高度

集中，形成不均衡性的分布特征［33］。

究其原因，知识密集度、信息技术水

平、城市和政府规模是影响城市群尺

度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格局的主要因

素［34］。另外，毕秀晶等认为地区经济

发展水平及外向度和产业发展基础要

素也是生产性服务业区位选择的重要

影响因素［35］，这些因素与城市规模均

图1 城市空间结构与新兴产业的互动逻辑关系

Fig.1 Interactive logic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and emerging industry

 

 

优惠政策、发展
战略以及政府与
非政府间的互动

模式 

办公氛围/环
境、地方横向网
络、地方特色与

传统 

新兴产业产品
的消费需求 

支撑产业、科
研院校、交通
等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软因子 市场 

管治 

新兴产业 
与地点 

地理层级 

行业属性 

图2 新兴产业区位模型

Fig.2 Location model of emerg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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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正比关系，验证了城市规模等级成为影响城市群层面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的主导因素。

2.1.2 城市内部层面

我国大都市的生产者服务业主要在中心城区（含CBD）和近郊区形成集聚空间，一些特殊

或低等级生产者服务业在远郊区成点状分布；且在大都市区内形成多核心空间布局结构，并

呈现明显的中心-外围圈层衰减现象，从而促进城市空间结构从单核心到双中心再到多中心

的历史性演化。在大都市层面国内学者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主要以北京［36，37］、上海［19］以

及广州［22，39］等大都市为研究对象。例如，胡丹等认为北京生产者服务业已进入成熟阶段，主

要集中在中心区和近郊区，圈层衰减特征明显［36］；进一步，刘曙华等研究得到北京生产性服

务业集聚在金融中心，并认为城市是生产性服务业的主要集聚地，而城市的核心区（CBD）是

其集聚和集群发展的核心地带［18］；同样其他大城市也有类似现象，上海的生产性服务业也主

要集中在中心城区（形成外滩商务中心和南京西路双中心）和近郊区［38］，广州的生产性服务

业主要集中分布在中心城区（含CBD），部分产业有郊区化趋势［39］。

城市内部空间要素差异性较大，导致生产性服务业在城市内部分布不平衡。其中，早

期，交通通达性、区位知名度、用地条件和成本因素、生产要素的丰裕度、市场供需条件等被

认为是产业集群的主要因素。王铮等从产业聚集和企业集群两个角度，分析了知识溢出环

境、人力资本、气候条件、交通条件、供应链环境以及商贸环境等因子，认为前三个因子是高

技术产业集聚区形成的决定性因子，后三个因子是高技术企业集群的控制性因子［40］。近年，

部分学者认为编码知识和缄默知识密集度及其溢出、制度环境、社会关系网络等是重要区位

因素［30，41］。例如，政府主导的开发区因具有优越的制度环境促进了资本和人才流动和集聚。

需要指出的是，生产性服务业的行业属性同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各行业的区位选择［42］。

2.2 多重尺度下文化创意产业的空间布局及其影响因素

2.2.1 城市群层面

文化创意产业主要分布在我国北京、上海、深圳等文化创新能力较高的大城市［43］，且由

于文化创意产业的文化创新地趋向性，21世纪我国的天津、广州、重庆、杭州、长沙、大连、哈

尔滨、西安、成都和昆明等地将成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新高地［44］。王志成等运用结构方程模

型论证创意经营环境和创意资本基础是影响该空间尺度下文化创意空间格局的重要因

素［45］；文嫮等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基于我国省域尺度验证了弗罗里达的创意产业的“3T”理

论［46］。需要指出的是，马仁锋等借助浙江省市域尺度数据构建并佐证了文化创意产业区位

模型，认为文化创意产业不仅具有资本空间集聚性，还具有地方空间分异性［28］。可见，城市

群层面，表征创意资本的城市规模等级是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集聚因子，而特定城市的创意

环境、社会关系网络和文化层累等是文化创意产业的的地方分异性因子。

2.2.2 城市内部层面

城市内部空间尺度，我国文化创意产业主要集中分布在CBD外中心城区内，以及城市中

的特定文化地域（历史文化街区、古建筑群地段等）和沿河/江地带，另外部分需要较大占地

面积和特殊环境的企业分布在远郊区。比如北京的文化创意产业总体上呈现在中心城区内

CBD外围及远郊区集中分布格局，上海形成了“一轴（延安路高架主轴）两河（沿黄浦江和苏州

河）”格局，而广州40家文化创意产业中，有一半分布在荔湾区、越秀区、海珠区和天河区，属

于中心城区布局模式［20］。文化创意产业在城市空间内部的分布格局主要可以从三个视角分

析：物质空间和基础设施等建成环境因素［23，47，48］，地方社会关系、文化层累和制度环境等地方

145



世 界 地 理 研 究 28卷

“软因子”［49，50］，强调包括基础设施、市场、管治和软因子等因素在内的结构性分析［28］。例如，

朱华晟等认为较之地方文化环境，企业与其客户或消费者之间的关联更能激发创意，地方声

誉及同行企业间有效竞争才是创意产业集群的重要动力，政府的产业政策和园区规划对其

也有显著影响［43］。地方文化层累和关系网络对创意人才的集聚和创造力的发挥起到重要作

用［49］。在结构性因素方面，马仁锋等认为地理层级和文化创意产业的行业属性均对区位因

子具有放大和隐化作用，要进行结构性分析［28］。

2.3 多重尺度下新兴产业空间分布与影响因素作用机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尺度越来越成为探讨产业发展与空间载体不可忽略的核心问题。

全球尺度、国家尺度以及地方尺度并不是分裂开来的，也不是相互等同的，而是一个彼此影

响、相互依赖的不同地理尺度网络关系的构建过程［51］。城市群尺度，新兴产业倾向集中在发

达的大城市；城市内部尺度，新兴产业主要集聚在城市中心区，且呈现出向城市边缘扩散趋

势，主要是一些低等级或空间需求较大新兴产业，整体上形成一种分散式集中模式。需要指

出的是，城市群尺度新兴产业空间格局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城市的规模等级，即基础设施、管

治、市场和软因子的综合实力；在城市内部尺度，新兴产业的区位选择主要取决于特定因子

的作用，且随着空间尺度升降和行业属性变换，某些因子的重要性会缩小或放大，从而呈现

不同的区位驱动类型（图2）。如，地方文脉对创意群体集聚起到重要作用，属于软因子驱动

型新兴产业；地方制度条件激发研发人才和资本的流动和集聚，属于管治驱动型新兴产业；

中心城区的高密度人口和完善的基础设施为新兴企业集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配套服

务，属于市场和资本驱动型新兴产业。

另外，可以看出，我国新兴产业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以城市群层面和城市

内部层面为主，全球层面、街道或社区尺度层面的研究较少。值得注意的是，薛东前等以西

安为例分析了文化产业的空间尺度效应，并将其分为三个尺度层次［52］。其次，经济的全球化

趋势要求我们在研究本国新兴产业时，要立足于全球生产网络，实现全球与地方尺度的对

接［35］。当然，除了地理层级对产业区位研究非常重要以外，新兴产业范围宽泛，不同行业具

有不同区位选择倾向，有必要梳理新兴产业的典型行业的区位特征。

3 新兴产业内部典型行业区位特征研究

3.1 生产性服务业内部分支行业的区位选择特征

生产性服务业内部行业又分为高等级和低等级两种类型［16］。一方面，高等级的高新技

术产业在城市内部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但不同类型高新技术行业集中区位不同。例如金

融服务业作为生产性服务业中集聚程度最高的行业，其区位主要选择在城市中心区

（CBD）［39，41］。信息产业初期倾向在城市中心区集聚，但是技术服务和数据处理等相关服务行

业由于不需要面对面交流的必要要求，因此出现一种郊区化现象［22，41，53］。另外，也有一些专

业服务业也会在城市中心区以外布局。例如，研发产业由于对“智空间”依赖较大，因此主要

分布在城市内部科技、信息等资源和基础设施良好的地区［54，55］。然而，一些低等级生产性服

务业，如邮电通讯、交通运输、仓储主要沿城市交通枢纽分布，相对较为分散［35，37］。

可见，金融服务业、会计审计业和信息咨询业等高等级新兴企业集中于城市中心区，嵌

入型企业、科技服务、计算机数据服务、研发服务业等企业郊区化明显，主要因为它们对面对

面交流的要求很低，受“时空压缩”的影响较大，同时有追求便宜地租的行为；另外一些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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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业、仓储等低级生产性服务业由于行业特性主要呈现分散布局。这也验证了大规模、外

资型、出口类企业集聚更加明显，小规模、内资型、嵌入型企业郊区化明显的现象。

3.2 文化创意产业内部分支行业的区位选择特征

选取工业旅游、影视业、动漫产业以及会展企业等典型行业来梳理国内文化创意产业分

行业区位特征的研究。学术界对于工业旅游的研究文献落后于实践［56］：李蕾蕾认为我国有

三个阶段的工业文化和遗迹可开展工业旅游，且除了工业文化和工业遗存外，现代工业企

业、博物馆和科普馆、创意产业园等也为工业旅游开展提供了母体基础，从而也为该类产业

提供了空间载体［57］。影视业是一个集影视拍摄制作、影视技术研发、动漫、新媒体、娱乐休

闲、版权交易等于一体的产业链。由于影视制作体系是由众多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影视企

业、支持产业企业、支撑机构等集合而成，因此主要集聚在城市发展新区、功能拓展区、CBD及

其周边科技园区等城市特定区域范围，影视发行放映基地主要分布在城市内各大区县的中

心区［49］。动漫产业可以视为影视产业链中的一个环节，同时也是一个依托技术和人才发展

的朝阳产业，主要在城市内部环境良好的科技园区形成集聚分布［58］。会展企业则主要依托

展馆和CBD集中布局，扩散趋势也逐渐显现，空间结构由单中心向多中心演变［59］。

总之，影视业、动漫产业以及会展业空间区位选择依然呈现出城市中心区集聚规律，同

时部分企业呈现周边扩散趋势。工业旅游业的区位选择具有明显的母体区位（工业遗迹地、

现代工业企业、创意产业园以及博物馆科普馆等）依赖性，城市中心区、郊区都有分布。综

上，典型行业视角新兴产业区位总体趋向城市中心区，只是个别行业受其行业属性或依托资

源限制，呈现在城市外围集聚态势，与多重尺度视角的新兴产业区位规律相吻合。

4 多类城市空间要素对新兴产业影响的研究

4.1“新/旧”空间要素

城市“新”空间要素指为适应新兴产业发展需求由政府投资建设的新区、科技园区、开发

区以及创意园区等；城市“旧”空间要素指历史文化街区、旧居民区和老工业区等。其中城市

“新”空间虽不具有完善的基础设施等条件，但由于政府扶持具有较低的租金优势以及一定

的优惠政策，成为城市的政策“磁石”，吸引和刺激城市新兴产业及其人才的流动和集

聚［25，26］，例如软件产业［35］、影视业［50］、信息通讯业［53］、研发产业［55］、动漫产业［58］都倾向在开发

园区集聚。“旧”空间虽不符合城市的高效率生产要求和华丽的空间景观，但由于历史文化层

累厚重或城市的土地危机，却迎合了某些新兴产业的发展要求，尤其是符合文化创意阶层所

要求的创意氛围，刺激创意思维产生，例如上海苏州河沿岸创意活动的兴起［61］，北京南锣鼓

巷对文化创意活动的影响［23，24］。

4.2“实体/虚拟”空间要素

城市“实体”空间主要指城市中支撑产业发展的各种物质性的空间实体，比如城市的道

路、银行、办公楼宇、咖啡厅等。“虚拟”空间则是与实体空间相对应的空间要素，对新兴产业

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作用，主要包括“赛博空间”、虚拟产业园和电子商务社区，以及历史文

化氛围浓厚的感知空间等。其中，城市“实体”空间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配套

设施，例如，道路、银行、邮局、高等院校、宾馆、商务楼、停车场、商场、公寓楼等［43，61］。另外，

画廊、咖啡厅、酒吧、商会等为新兴产业工作者提供了必要的交流空间［23，24］。需要指出的是，

官卫华引介了一个支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新空间结构概念，即CAZ（中央活动区）。“赛博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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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是一个基于多种信息技术的综合运用，来实现知识和信息交流的虚拟空间，这对城市新

兴产业尤其是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起到重要促进作用。城市中产业链完整的软件园是软件

产业的重要集聚空间，虚拟软件园的建设将会很大程度影响软件产业的发展［62］。城市中除

了看得见的文化空间外，历史文化浓厚的感知空间对文化创意产业而言同样具有很强的吸

引力，可以不断激发创意人士的创作灵感，从而成为他们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24，63］。

总之，无论“实体”空间还是“虚拟”空间，无论“新”空间还是“旧”空间，对于新兴产业的

发展都有其独特作用，不可偏爱一方，而是要用综合的视角分析多元城市空间结构对新兴产

业发展产生的影响作用，从而引导城市空间结构与新兴产业形成良性循环模式。

5 城市空间结构对新兴产业影响研究方法反思及创新方向

国内学者对新兴产业空间格局分析的主流方法有赫芬达尔指数、临近性指数、空间基尼

系数、克鲁格曼专业化指数、区位熵、空间自相关法、位序-规模法则等；研究产业空间分布的

影响因素时主要运用回归模型构建、主成分分析、投入-产出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然

而，上述研究方法基本处于产业与空间的割裂状态，无法直观判定“某处空间能否高效、稳定

地集聚某种产业”，即缺乏研究“产业—空间匹配”互动关系的方法。

基于匹配测度的现有国外研究，产业—空间匹配测度方法主要可以分成两类：以测度异

质性劳动力与产业的匹配关系的“理论空间距离”方法和用要素匹配相关性函数来表示的

“实际指标测度”。其中，第一种方法是基于Salop研究异质性劳动力与企业需求匹配时采

用的单位圆模型（Unit Circle model），具体思路是：采用单位圆空间要素供给与产业要素

需求的差值（即不匹配）引起的生产率损失来衡量的；同时将产业空间要素匹配后的单个企

业的生产函数作为衡量匹配效率的方法［64］。第二种测度方法是使用不同函数形式来测度匹

配效率或匹配质量。例如，可以基于空间的不同要素（劳动力等）特性与企业有效资本的相

关性系数与其平均值的差值衡量异质性劳动力与企业匹配度，即产业-空间匹配质量［65］。可

见，产业-空间匹配关系可以基于要素配置效率来研究。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两种匹配测度

方法多数是基于特定地域的异质性劳动力和企业进行的实证研究；而产业-空间匹配受到

“空间一般性因素”和“空间异质性因素”的影响。而新兴产业的集散过程受到后者要素体系

的作用，且不同研究流派强调特定空间异质性因素对新兴产业的集聚影响。其中，关系经济

地理学派代表学者巴泽尔强调全球-地方知识网络对FDI的影响；制度经济学派强调制度环

境和文化层累对技术创新和产业集聚的作用，认为适当的制度厚度是影响资本和人才集聚

和流动的核心因子，地方文化氛围和创意环境对创意群体集聚和创造力发挥的作用。然而，

这些因素基本都是抽象难以量化的，对新兴产业与城市空间的关系研究造成困难。本文根

据已有研究成果［66］，尝试总结出基于制度和关系网络视角城市空间结构与新兴产业的“代理

人模型”（agent-based model）设计原理。

5.1 制度视角新兴产业-空间匹配关系的代理人模型

制度视角新兴产业-空间匹配关系的代理人模型设计主要包括两部分：城市空间政策配

置状态和新兴产业区位选择的政策倾向和规则，由两者构建的模型进行模拟最终产生最大

区位效用的地块就是新兴产业及其人才集聚和流动的区位。

1）支持性政策设计原理。一般情况下，如果政策数量是n，则可能的组合政策数量Np=
C1n+C2n+⋯⋯+Cnn。这些组合政策包可以根据政府的发展计划分配在特定空间，且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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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具有时效性，一旦到期政府将撤回政策，意味着该政策包不再发挥作用。

2）新兴企业寻找办公地点设计原理。首先，需要假定每个公司选址时都具有一定的区

位偏好，然后将影响公司选址的区位因素记为Ff=（F1，F2，F3，……，Fn），区位因素数量为

n。另外，每一个区位因子的重要性不同，赋以权重Wf=（w1，w2，w3，……，wn）。如果假设候

选地块的集合是CPf=（P1，P2，P3，……，Pm），m是候选地块的数量。每个地块对Ff中的区位

因子具有不同的值，记为（mf1，mf2，mf3，……，mfn）。因此，每个地块为该公司生成的区位效

用可以根据以下公式计算：

Uf=（w1×mf1+w2×mf2+w3×mf3+……wn×mfn）×Q （1）

其中，Q是地块的建筑质量，那么产生最大区位效用的地块可以被定义为：Pfinal=Pmax，Uf(Pmax)
=max｛Uf(Pi),i=1,2,3,……,m｝。该地块将是企业选址的区位，企业进入该地块将激发该

地块及其邻近地段区位因子的标记。若企业可能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企业将继续在下一个

地块中进行搜索。但是当等待时间超过最大允许时间时，企业将被排除在系统之外。

5.2 关系网络视角新兴产业-空间匹配关系的代理人模型

关系网络视角新兴产业-空间匹配关系代理人模型与制度视角区别在于城市空间的关

系网络配置状态设计思路，且可以借鉴Huggins网络资本量化方法予以解决［67］。Huggins认

为网络资本实际上是R&D投入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某空间的全部网络资本等于本地与

非本地网络资本之和。由于知识是双向流动的，合作双方都能受益于可得的网络资本，因此

城市内联系将会被有意识的重复计数。城市本地网络资本计算公式为

Hcl= V
-

cl [ ∑
i=0

I

N λ
cli]τ （2）

其中Hcl代表本地网络资本（城市c内），Ncl代表组织i在城市c内的本地联系，V
-

cl表城市c内

本地联系的平均价值，λ代表组织从多维联系中所获规模报酬的系数，τ代表城市c内联系增

加带来规模报酬的系数。Vcl
-
=hc Vα

csl
-
Vβ
cel
-
Vδ
cml
-

，其中，V α
csl

-
代表与本地联系相关联的知识优

越性，V β
cel

-
代表与本地联系相关联的知识排他性，V δ

cml

-
与本地联系相关联的知识可混合性，

α、β、δ代表知识的优越性、排他性和可混合性对全部价值联系的相对重要程度。

非本地网络资本计算公式与本地网络资本相同，需要注意的是，非本地联系不可以重复

计算，新兴企业依据网络偏好寻找办公地点设计原理与制度视角类似。

6 结论与讨论

产业与空间具有双向互动关系，新兴产业可以重构城市空间结构，城市空间结构能够提

供新兴产业发展的支撑要素。梳理国内现有文献，新兴产业对城市发展研究相对较多；而中

国学界关于城市空间结构对新兴产业发展影响研究集中在：1）新兴产业的空间格局及其影

响因素整体呈现一种明显的空间尺度效应；2）新兴产业内部不同分支行业的区位研究，基础

设施、市场、管治和软因子构成新兴产业区位模型的结构要素，且宏观尺度下四个要素的综

合实力起到决定作用，城市内部空间尺度和分行业尺度个别要素的作用会放大而成为区位

决定性因子；3）实证研究方法多处于空间-产业关系割裂状态。基于此，应该借鉴“理论空间

距离”和“实际指标测度”方法思路，构建面向制度、关系网络和地方文化层累的空间要素—

新兴产业匹配关系的代理人模型。这不仅有助于明晰产业-空间匹配机制和两者双向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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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微观理论逻辑，还利于实现产业布局与城市/区域空间规划的协同性。

西方国家的新兴产业高度集中于CBD内，其空间结构经历了由单中心向多中心的演变；

然而，我国的新兴产业受西方新自由主义和根植于旧有政策和体制的双重影响，表现出了与

西方国家稍有不同的集散现象。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发展期，因此，需要在认清西方社会新

兴产业演变规律的基础上，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兴产业和城市空间互动关系，并对城

市空间结构与新兴产业的关系作出讨论。笔者认为可从以下方面来进行研究：①社会集聚

因子对新兴产业的根植性研究；②如何构建一种有利于实现新兴产业自下而上发展的开放

式、高效率、有活力的城市“新”空间结构；③何种城市空间管理制度有利于新兴产业的发展。

由于城市空间要素是多元的，新兴产业又涵盖各类细分行业，但是空间—产业匹配机制

却是规律性的。另外，空间—产业匹配研究议题可以将城市空间结构的内部要素作为多元

环境变量，将新兴产业作为多元行动主体变量，两者之间的匹配关系则可以作为统一的互动

机制。因此，可以构建基于“多元空间要素—多元产业主体—匹配关系”的空间—产业匹配

理论框架，研判城市空间结构与新兴产业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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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on the location of emerging industr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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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merging industries, as the most dynamic forms of current urban/re‐

gional development, has a mutually reinforcing and influenti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and they have the effect of stimulating de‐

velopment, employment, and improving land use efficiency and urban competi‐

tiveness, and are therefore highly concerned with geography, urban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Through the review of the school of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research, the location of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their influencing factors,

location rules of typical branches and influences of urban land use types on

emerging industries in China, this paper found: (1)The location selection

rules of branch industries in emerging industries are not the same, and glob‐

al-local relations networks, cultural layers, institutional milieu, and

knowledge attributes and their density have become new location factors. (2)

The new/old space elements and entity/virtual space elements within the city

a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agglomeration of emerging industries.(3)The

existing research methods present industry-spatial fragmentation statu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gent-based model of matching between emerging indus‐

tries and spatial elements including Institutions, relational networks and

local cultural layers will help to clarify the industry-spatial interaction

mechanism and achieve the synergy between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urban/

regional planning.

Key words: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 culture &

creative industry; location; industry-spatial matchi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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